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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隐私缺失会导致工作脱离行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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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采用开放式和共享式的办公空间设计,而开放式和共享式办公空间设计导致的一个关键问题就

是办公场所隐私缺失。 本研究基于情感事件理论,通过对 210 名员工进行时间间隔为两周的两阶段问卷调查,探析了工作场

所隐私缺失会怎样通过消极情绪影响到员工的工作脱离行为。 最终得到的研究结果表明:工作场所隐私缺失会对员工的工

作脱离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消极情绪在两者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此外,控制点调节了工作场所隐私缺失与消极情

绪之间的关系:相较于内控制点个体,外控制点个体更容易受到工作场所隐私缺失的消极影响,其消极情绪的增加更为明显,
对工作脱离行为的影响也更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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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从阿里巴巴耗资 11. 3 亿元的支付宝办公大楼再到腾讯斥资 18 亿元建造的深圳滨海大厦,不难看出,如
何设计工作场所,使员工拥有一个良好的工作场所体验已经成为越来越受企业重视的话题[1-2] 。 在现代工

作场所的设计中,开放式和共享式的办公空间以其沟通更便利、成本更低的优势得到了企业的广泛使用[3] 。
然而,开放式和共享式办公空间在其独特优势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可能会

导致办公场所隐私缺失[4-5] 。 办公场所隐私缺失的程度会影响到员工在工作中对信息的把控和传递,甚至

会成为决定员工思考和行动方式的重要因素[6] 。
隐私对于个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工作场所中的隐私已被证明可以提供给员工分享个人私密信息的机

会[7] ,增加员工之间沟通的持续时间[8] ,帮助员工实现合适的社交互动水平,使其从压力事件中恢复[9] 。 然

而,随着开放式和共享式的办公场所设计逐步成为工作场所设计的主要形式,工作场所隐私缺失成为了普

遍现象,学者们开始研究隐私缺失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Kim 和 De
 

Dear[10] 发现隐私缺失是导致员工工

作场所满意度下降的主要因素,Gregory
 

等[11] 发现工作场所隐私缺失会导致员工的情绪耗竭,Khazanchi
 

等[12]提出隐私缺失会导致员工间形成消极的工作关系。 然而,在已有的关于工作场所隐私缺失会对员工带

来什么影响的研究中,较少关注工作场所设计的核心问题———工作场所设计对员工高效投入工作的影响。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究在工作场所中,员工对于他们工作的投入程度是否会受到隐私缺失的影响,进而使他

们做出工作脱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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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关于隐私的研究主要从社会促进[13] 、分心-冲突理论[14] 以及资源保存理论[11] 进行了探讨,然而当

个体处于不适的环境中时,其产生的最直接的反应便是消极的情绪感受。 基于此,本研究从情感事件理论

的视角探究工作场所隐私缺失对员工工作脱离的影响。 基于情感事件理论,我们认为工作场所中的某些环

境特征会导致相应的工作事件,这些工作事件会导致情感反应并最终影响到员工的态度和行为[15-16] 。 在以

往的研究中,对于情感事件理论中的工作环境特征主要关注的是社会环境[17-18] 。 Ashkanasy 等[1] 则首次提

出可以将物理办公环境作为环境特征纳入情感事件理论模型,研究其对员工的影响。 在本研究中,将聚焦

工作场所隐私缺失这一物理办公环境特征变量,探究它会对员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除此之外,情感事件

理论还进一步指出,在将情感事件和环境特征排除在外之后,个体的特征也会影响到个体的情感反应[19] ,也
就是说情感事件与情感反应之间的关系会受到个体特质的调节作用[15] 。 在人格特质中,控制点反映了个体

对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及其结果控制源的不同解释,影响到个体对于自身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认知。 内控制点

个体认为自己可以较好地掌控事情的结果,外控制点个体则认为自己很难决定事情的结果[20] 。 因此,在面

对隐私缺失的环境时,内控制点个体相信自身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去掌控和改善环境,而外控制点个体则

认为面对外界环境自身无能为力[21] ,这种不同的认知模式会影响到个体产生不同的情绪感受和后续行为,
因此可以假设控制点会在隐私缺失与员工的负向感受(包括负向行为)之间起到调节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将物理办公环境作为工作环境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情感事件理论构建一

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对工作场所隐私缺失与工作脱离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旨在丰富对工作场所隐私缺失

的影响作用及其作用机制与边界的认知。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工作场所隐私缺失与工作脱离

隐私(privacy)的概念出现在心理学、法学、建筑学等不同学科的文献中[22] 。 几乎每一个学科都对隐私

进行了定义,学科不一样定义时会关注不同的重点,但是大部分都强调与外界保持相分离的状态以及减少

或避免与他人发生交流[23] 。 然而,Kemp 和 Bell[24]则有着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隐私并不一定意味着与外

界保持分离或者避免与他人发生沟通,而强调的是个体的一种能力,即自我能在多大程度上向他人保持开

放或封闭的能力,并把隐私界定为个体是否有能力决定传达给他人自己的哪些信息,不传达给他人哪些信

息。 Altman[25]把工作场所的隐私看作在工作场所中个体能够对刺激输入或者信息输出进行选择性控制。
这种观点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同,隐私体现了个体与他人的人际互动界限的控制过程[26] 。 根据以上理

解,本文采用 O’Neill[27]的观点,把工作场所隐私缺失界定为员工在工作场所中感觉到自身视觉信息的暴露

程度以及能够控制听觉信息输入和输出的程度,工作场所隐私缺失严重即意味着员工感觉自身暴露在他人

的视线中并且难以控制听觉信息对自己的输入或者自己向他人信息的输出。
工作脱离的概念最早由 Kahn[28]基于角色理论提出,Kahn 认为工作脱离是指员工将自我从工作角色中

抽离出来,表现出自我与工作角色的不匹配或不相融,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表现为生理、认知和情感上的自

我防卫及退缩。 后来 Demerouti
 

等[29]将工作脱离作为工作倦怠(与工作投入相对)的子维度进行研究,认为

处于工作脱离的员工对其工作持有消极的态度并远离工作。 本文采用 Demerouti
 

等[29] 给出的定义,认为工

作脱离是指员工远离工作的对象和内容,并且对工作保持消极的态度和行为。
 

和其他工作中的负面行为相

比,这种在工作中的不作为风险比较小、成本也比较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来巨大的满足感[30] ,因此,与其

他负面行为相比,员工更有可能做出工作脱离行为。
隐私缺失的办公环境会给员工带来过多的视觉和听觉刺激[7] ,处于被过度干扰和刺激的状态[31] ,这种

情境容易增加员工的心理负担、压力和疲劳,使得员工身心疲惫[32] 。 员工不仅需要工作,还需要耗费额外的

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和处理这种隐私缺失环境所带来的不必要的信息干扰,将时间和精力分散在与工作无关

的事情上无疑会加重员工的脑力和体力负担[33] ,增加员工的生理和心理压力[34] ,导致在工作中精神和情绪

过载[35] 。 当个体需要耗费更多资源去应对外界所带来的侵扰时,自然地其对于工作所能投入的精力就会相

对减少,这势必会影响到他们维持自身的工作投入状态,从而产生工作脱离行为[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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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根据归因理论,处于隐私缺失的环境时,个体可能会将其带来的不适归因为组织对于自身工作条

件的不重视,因此个体会对组织产生不满情绪,降低对组织的付出,也可能产生工作脱离行为;从个体对信

息控制的角度出发,工作场所隐私缺失使得个体难以控制与外界的信息互动,产生较低的个人控制感,在低

控制感下,个体容易产生消极的情绪体验,从而导致工作脱离行为。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1:
工作场所隐私缺失与工作脱离显著正相关(H1)。
(二)消极情绪的中介作用

消极情绪是指个体陷入不愉快的境况或心情低落的一种主观体验,主要包括焦虑、悲伤以及愤怒等各

种让人厌烦的情绪感受[37-38] ,根据情感事件理论,在工作环境中发生的情境或事件会直接导致员工产生某

种情感反应[39] ,工作场所中员工的情感反应来自对情感事件的体验,进而影响员工的工作态度与行为[40] 。
Ayoko

 

等[41]提出员工在与工作场所的互动中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影响员工的工作积极

性、生产力等。
情感事件理论的第一阶段提出工作环境中发生的情感事件会直接影响员工的情感反应。 已经有相关

的研究表明,工作情境中的隐私缺失对相关的情绪发挥着直接决定作用[42] ,当员工处于隐私缺失的工作场

所时,员工向他人传递信息以及他人向自己传递信息的控制权受到剥夺[43] ,他们会因为无法控制外界与自

我的交互从而导致消极情绪[44] 。 首先,当处于缺乏隐私的工作场所时,个体与他人的边界不清晰,因此导致

了不必要的侵扰事件,这些侵扰事件会使其产生沮丧、烦躁等消极情绪,并且员工还会因为受到外界的侵扰

导致分心,感觉到自身工作任务的完成受到阻碍,从而产生沮丧和愤怒等消极情绪[45] 。 此外,在任务受阻的

情况下,员工为了给自己创造和争取更多隐私,可能会尝试采取一些措施,例如,在自己和同事之间设置一

些物理屏障,然而这种有意识的领地行为可能会进一步扩大摩擦从而再次增强了员工的消极情绪。 最后,
当处于缺乏隐私的工作场所时,员工会直接暴露在其他人的视野中,个体无法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控制自己

对外界信息的输出,这种信息输出失控会导致个体产生一种被监视的感觉,这种被监视的感觉也会导致员

工产生焦虑、烦躁、紧张等消极情绪[33] 。 情感事件理论的第二阶段提出情感反应会影响到员工的行为。 作

为一种消极的情感反应,消极情绪往往会导致个体产生消极的行为[46] 。 Ashkanasy
 

等[1]认为,由于办公环境

的影响而产生消极情感反应的员工,会产生一种与组织、环境格格不入的感受,即自己与工作环境不匹配

感,这种不匹配感会影响员工使其不能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从而使个体从工作目标和内容中

抽离出来,产生工作脱离行为[47] 。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2:
消极情绪在工作场所隐私缺失与员工工作脱离之间起中介作用(H2)。
(三)控制点的调节作用

基于情感事件理论,员工的情感反应不仅会受到工作中发生的事件的影响,个人的某些特质也会起到

一定的调节作用。 控制点是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内控制点个体认为自己能够掌控自身命运,往往对行为

结果做内部归因,相信自己能够通过自身行动克服环境中的问题从而获得想要的结果,感知自身行为与结

果的密切关系并且愿意对此负责;而外控制点个体则认为自己无法左右自身命运,往往对行为结果做外部

归因,认为自身在外界的环境中是消极被动的,自身的努力对想要的结果影响不大[48] 。 相较于外控制点的

个体而言,内控制点的个体往往在内在工作动机、自我效能等方面有更加积极的表现[49-50] 。 不同控制点的

个体在面对相同的环境因素时,会有不同的表现[51] 。 例如,对于外控制点的个体而言,在面对工作负荷以及

组织约束时,会感受更大的压力以及表现出更多的反生产行为[52-53] 。
由于控制点体现了个体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及其控制源的解释,所以不同控制点的个体在面对隐私缺失

的工作环境时会有不同的解释及后续行为[20] 。 从认知层面来看,在面对隐私缺失的环境时,内控制点个体

会认为这种环境难以对其行为结果产生影响,内部归因使得他们会维持良好的心态从而产生较少的消极情

绪;相反,外控制点的个体则会认为环境中的干扰对其行为结果会产生强烈的负向影响,这种外部归因使得

他们无法保持良好的心态,从而产生较多的消极情绪[21] 。 此外,从应对策略来看,内控制点个体相信结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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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取决于自身,外界的不良环境是可以改善和控制的,因此他们会主动地采取能够满足自身需求的策略从

而使其适应环境,例如,如果进行的谈话或者行为保密性较高的时候,他们会主动地去寻找相对私密的场

所,尽量避免在开放的环境中进行;在感觉到隐私缺失的时候,更好地规范自己的行为以适应隐私缺失的环

境等。 因此,这类个体能够更好地适应隐私缺失的环境而不太容易产生焦虑等负面情绪[54] 。 但对于外控制

点个体来说,其认为个体对于外部环境来说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他们更多采取消极被动的策略,例如不停地

抱怨外部环境,然而这种策略不仅不能改善现有状态,反而会使得个人的消极情绪加重。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3:
控制点在工作场所隐私缺失和消极情绪之间起调节作用。 对于内控制点个体,工作场所隐私缺失对消

极情绪的正向影响作用较小;对于外控制点个体,工作场所隐私缺失对消极情绪的正向影响较大(H3)。
(四)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本文将控制点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假设为对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即有调节的中介。 具体而言,个体越

是外控,工作场所隐私缺失通过消极情绪对工作脱离产生影响的影响效应(间接效应)越强。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4:

����K.4� "��4 ��6.

��%

图 1　 理论模型

控制点可以调节工作场所隐私缺失通过消极情绪对工作

脱离的间接效应。 对于内控制点个体,工作场所隐私缺失通

过消极情绪影响工作脱离的间接效应较小;对于外控制点个

体,工作场所隐私缺失通过消极情绪影响工作脱离的间接效

应较大(H4)。 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样本

本研究采用网上发放问卷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在问卷收集过程中,选取了办公环境设计可能存在隐

私差异的多个不同行业,如互联网、金融、制造、研发等。 本研究采用的是两阶段的数据收集方法,以此来降

低共同方法偏差,个人基本的信息、工作场所隐私缺失、消极情绪和控制点在第一个阶段进行收集,间隔两

周后,再次向参与第一次问卷调查的被调查者发放第二轮问卷,收集工作脱离信息。 第一轮问卷调查发放

问卷 300 份,回收问卷 275 份;第二轮总共发放 275 份问卷,收回 230 份问卷,之后经过配对,共回收完整有

效问卷 210 份,问卷总体有效回收率约为 72. 4%。
本研究调查对象主要来源于武汉、深圳以及其他多个地区的在职员工,分布较为广泛。 本研究样本中,

性别方面,男性占 50. 5%、女性占 49. 5%;年龄方面,20 ~ 29 岁占 28. 5%、30 ~ 39 岁占 58. 1%、40 ~ 49 岁占

10. 5%、50 岁及以上占 2. 9%;在接受教育的程度方面,高中及以下占 2. 9%、大专占 10. 4%、大学本科占

78. 1%、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占 8. 6%;工作年限方面,2 年以下占 2. 9%、2 ~ 5 年占 15. 2%、5 ~ 8 年占 28. 6%、8
~ 11 年占 25. 7%、11-14 年占 11. 4%、14 年及以上占 16. 2%;组织类型方面,政府及事业单位占 15. 2%、国有

企业占 26. 5%、民营企业占 40. 7%、外资企业占 8. 6%、合资企业占 3. 8%、其他类型占 5. 2%;职位层级方面,
高层管理者占 6. 7%、中层管理者占 30. 5%、基层管理者占 46. 6%、普通员工占 16. 2%。

(二)变量测量

工作场所隐私缺失。 采用由 O’Neill[27]研究中所使用的工作场所隐私缺失量表,共有 4 个条目,内部一

致性系数为 0. 826。 示例题目如:“当我身处我的工作区时,我会暴露在别人的视野中” “当我在我的工作区

中用正常的音量说话时,另一个工作区的人可以听到”。 采用李克特 5 点量表,“1 =几乎没有,2 =很少,3 =一

般,4 =很多,5 =极其多”,得到的分数越高,说明在工作的场所中员工的隐私缺失程度越高。
消极情绪量表。 采用由黄丽等[55] 修订的消极情绪问卷。 共有 10 个测量项目,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 853。 示例题目如:“我感到心烦”“易怒的”
 

“紧张的”。 采用李克特 5 点量表,“1 =几乎没有,2 =很少,5 =
一般,2 =很多,5 =极其多”,得到的分数越高,说明员工的消极情绪水平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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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点。 采用由 Spector[56] 开发的工作控制点量表,共有 16 个题项,8 个用来测量个体的内控特质,8
个用来测量个体的外控特质,

 

测量外控特质的题项如“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工作机会,主要是凭运气”等;
测量个体的内控特质的题项则如“如果组织成员不满意上级为他们所做的决定,就应该积极的采取行动”
等。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 876。 采用的也是李克特 5 点量表,“1 =非常不符合,2 =有点不符合,3 =
一般符合,4 =有点符合,5 =非常符合” 。 针对个体的内控特质部分的测量,我们这里采用的是反向计分

的方法,将其加总平均之后得到员工的外控倾向水平。 得到的分数越高,说明员工的外控程度越高,内控

程度越低。
工作脱离行为。 采用由 Demerouti 等[57]开发的量表中的子维度,共有 8 个题项,包含 4 道反向计分题,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 812。 示例题目如:“我越来越多地以消极的方式谈论我的工作”。 量表采用李克特 5
点量表,“1 =非常不符合,2 =有点不符合,3 =一般符合,4 =有点符合,5 =非常符合”。 得到的分数越高,说明

员工的工作脱离行为就越高。
控制变量。 基于 Damman 等[58]的发现,即职业生涯晚期的员工的工作脱离行为会明显强于早期的员

工,本文选取了年龄、工作年限、职位层级等作为控制变量,并根据以往关于隐私的研究选取了性别等人口

学变量[11] 。

四、数据分析及结果

(一)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使用 Amos
 

20. 0 软件检验整体问卷的区分效度。 对超过 4 个条目的测量题项进行了打包处理,
量表整体的区分效度检验结果见表 1。 四因子模型变量包括工作场所隐私缺失、控制点、消极情绪、工作脱

离,三因子模型将工作场所隐私缺失和控制点合并为一个因子,二因子模型将消极情绪、
 

控制点和工作脱离

并为一个因子,单因子将所有变量当作一个因子。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四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标优于

其他模型(χ2 / df= 2. 37,RMSEA = 0. 08,CFI = 0. 93,TLI = 0. 91;
 χ2 / df 表示卡方自由度比,RMSEA 表示近似误

差均方根,CFI 表示比较拟合指数,TLI 表示 Tucker-Lewis 指数),这说明本研究中各个关键变量的测量都具

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因素 χ2 df χ2 / df RMSEA CFI TLI
四因子模型 LWP;NE;LOC;WD 217. 78 92 2. 37 0. 08 0. 93 0. 91
三因子模型 LWP+NE;

 

LOC;
 

WD 490. 31 101 4. 85 0. 13 0. 78 0. 74
二因子模型 LWP;NE+LOC+WD 849. 2 105 8. 09 0. 18 0. 58 0. 52
单因子模型 LWP+NE+LOC+WD 933. 66 104 8. 98 0. 19 0. 53 0. 46

　 注:LWP 代表工作场所隐私缺失,NE 代表消极情绪;LOC 代表控制点;WD 代表工作脱离;“ +” 代表变量间的合并;χ2 表示卡方;df 表示自
由度。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的平均值、相关系数以及标准差等描述性统计数据见表 2 所示。 由表 2 可以看出,工作场所隐私缺

失与员工的消极情绪( r
 

=
 

0. 28,P<0. 01;r 表示相关系数,P 表示显著性值)和工作脱离行为均存在着显著

的正相关关系( r
 

=
 

0. 39,P<0. 01)。 此外,消极情绪与工作脱离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r
 

=
 

0. 52,P<
0. 01)。 这些发现初步支持了本研究研究假设的验证。

(三)主效应及中介作用分析

首先对假设 1 进行验证,使用 SPSS
 

25. 0 采用层级回归方法,因变量为工作脱离,自变量为工作场所隐

私缺失,第一步先把人口统计学变量(即控制变量)引入,第二步把研究的自变量(即工作场所隐私缺失)引

入。 由表 3 可以发现,工作场所隐私缺失对工作脱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M6,β=
 

0. 39,
 

P<0. 01;β 表示回归

系数,
 

P 表示显著性值),假设 1 得到支持。 本研究按照 Baron 和 Kenny[59] 的层级回归法进行中介效应的检

验。 由表 3 可以看出,工作场所隐私缺失对消极情绪(M2,β=
 

0. 27,P<0. 01)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此外,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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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 性别 1. 50 0. 50

2. 教育程度 2. 92 0. 55 0. 10
3. 工作年限 3. 76 1. 37 -0. 32∗∗ -0. 22∗∗

4. 职位层级 2. 72 0. 81 0. 17∗ -0. 16∗∗ -0. 27∗∗

5. 年龄 2. 88 0. 70 -0. 23∗∗ -0. 22∗∗ 0. 77∗∗ -0. 23∗∗

6. 组织类型 2. 59 0. 98 -0. 07 -0. 13 -0. 12 -0. 14∗ -0. 16∗

7. 工作场所隐私缺失 3. 05 0. 89 0. 02∗ -0. 04 -0. 08 0. 36∗∗ -0. 05 -0. 10
8. 消极情绪 1. 83 0. 56 0. 05 -0. 01 -0. 06 0. 14∗ -0. 01 0. 05 0. 28∗∗

9. 控制点 2. 21 0. 41 -0. 02 0. 12 0. 04 0. 23∗∗ -0. 01 0. 07 0. 33∗∗ 0. 51∗∗

10. 工作脱离 2. 27 0. 65 0. 055 0. 051 -0. 18∗∗ 0. 15∗ -0. 12 0. 02 0. 39∗∗ 0. 52∗∗ 0. 50∗∗

　 注:∗表示在 P<0. 05 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P<0. 01 水平上显著。

表 3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消极情绪 工作脱离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性别 0. 03 0. 04 0. 05 0. 04 -0. 01 0. 01 -0. 03 -0. 01

教育程度 0. 04 0. 03 -0. 09 -0. 09 0. 05 0. 04 0. 03 0. 03
工作年限 -0. 07 -0. 05 -0. 16 -0. 15 -0. 19 -0. 16 -0. 15 -0. 14
职位层级 0. 16∗ 0. 06 -0. 06 -0. 05 0. 13 -0. 01 0. 046 -0. 04

年龄 0. 10 0. 09 0. 10 0. 09 0. 07 0. 04 0. 013 0. 00
组织类型 0. 09 0. 10 0. 01 0. 01 0. 03 0. 05 -0. 02 0. 00

工作场所隐私缺失 0. 27∗∗ 0. 13 0. 16∗ 0. 39∗∗ 0. 27∗∗

控制点 0. 50∗∗ 0. 49∗∗

工作场所隐私缺失×控制点 0. 13∗

消极情绪 0. 51∗∗ 0. 45∗∗

R2 0. 03 0. 09∗∗ 0. 30∗∗ 0. 31∗∗ 0. 05 0. 18∗∗ 0. 30∗∗ 0. 36∗∗

ΔR2 0. 03 0. 06∗∗ 0. 27∗∗ 0. 02∗∗ 0. 05 0. 13∗∗ 0. 25∗∗ 0. 18∗∗

F 1. 07 3. 00∗∗ 10. 62∗∗ 10. 07∗∗ 1. 68 6. 26∗∗ 12. 31∗∗ 13. 98∗∗

ΔF 1. 07 14. 16∗∗ 38. 10∗∗ 4. 29∗∗ 1. 68 32. 23∗∗ 72. 57∗∗ 56. 04∗∗

　 注:∗表示在 P<0. 05 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P<0. 01 水平上显著。

入中介变量消极情绪之后,工作场所隐私缺失对工作脱离正向影响仍然显著,但系数明显降低( M8,β =
 

0. 27,
 

P<0. 01),说明消极情绪在工作场所隐私缺失和工作脱离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2 得到支持。
此外,本文还运用 SPSS

 

25. 0 宏程序 PROCESS 对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发现中介效应 95%
的置信区间为[0. 03,0. 14],不包含 0。 这进一步证实在工作场所隐私缺失和工作脱离之间消极情绪发挥的

中介效应是显著的。

图 2　 控制点的调节作用

(四)调节效应分析

本文运用层级回归分析进行调节效应检验。 首先引入人口统

计学变量,再将工作场所员工隐私和内外控制点引入,最后将工作

场所员工隐私和内外控乘积的交互项引入。 在检验调节作用之前,
本文分别对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目的是消除变

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 表 3 结果表明,工作场所隐私缺失和控制点

的交互项对消极情绪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M4, β =
 

0. 13,P <
0. 05),表明外控的程度越高,工作场所隐私缺失对消极情绪产生

的正向作用越强。 调节效应如图 2 所示。 简单斜率检验显示,对于

外控制点个体,工作场所隐私缺失与消极情绪显著正相关( β =
 

0. 16,P<0. 01),外控倾向会强化工作场所员工隐私缺失对消极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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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的影响作用;对于内控制点个体,工作场所隐私与消极情绪的正相关不显著(β =
 

0. 02,P>0. 05)。 因此,
假设 3 得到验证。

(五)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采用 SPSS
 

25. 0 宏程序 PROCESS 进行检验。 如表 4 所示,对内控制点个体(低于平

均值一个标准差),工作场所隐私缺失对工作脱离的间接效应不显著(95%置信区间包含 0),对于外控制点

个体(高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时,其间接效应显著(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且效应值显著大于内控制点个

体(Δr
 

=
 

0. 8,95%CI
 

= 0. 015,0. 17),因此,假设 4 得到了验证。

表 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中介作用 控制点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差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消极情绪
的中介作用

外控制点 0. 10 0. 04 0. 03 0. 18
平均水平 0. 06 0. 02 0. 02 0. 10
内控制点 0. 01 0. 02 -0. 03 0. 05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情感事件理论,对工作场所中的隐私缺失对员工工作脱离行为会产生什么影响以及如何产

生影响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工作场所隐私缺失正向影响工作脱离。 第二,消极情绪在工作场

所隐私缺失与工作脱离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第三,控制点调节了工作场所隐私缺失与工作脱离的关

系。 相较于内控制点个体而言,外控制点个体的工作场所隐私缺失对消极情绪的正向影响作用更强。 第

四,控制点调节了工作场所隐私缺失通过消极情绪影响工作脱离的间接效应,即相较于内控制点个体来说,
外控制点个体的工作场所隐私缺失通过消极情绪影响工作脱离的间接效应更强。

(二)理论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
第一,拓展了对工作场所隐私缺失的影响作用及其作用机制的认知。 企业对物理办公环境进行有效设

计的核心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能够促进员工更高效地投入工作,而以往研究探讨了工作场所隐私对员工的沟

通与互动、工作关系、工作满意度、情绪与压力等产生的影响作用,但是很少有研究关注工作场所隐私是否

会影响到员工对于工作的投入状态。 本研究探讨了工作场所隐私缺失怎样影响员工的工作脱离,同时,基
于情感事件理论的理论视角,按照如下路径,即“组织环境-情感事件-员工情感-员工行为”,揭示了工作场所

隐私缺失影响工作脱离的作用机制,丰富了对于工作场所隐私的研究。
第二,拓展了对情感事件理论中工作环境的研究范围及作用认知。 以往研究中关于情感事件理论中的

工作环境特征主要关注的是社会环境[15,17-18] ,本研究则聚焦于物理环境,分析了物理环境特征所产生的事

件对员工的情绪以及工作态度所产生的影响作用。
第三,使得人们对工作场所隐私缺失影响作用及发生边界有了更加深入的认知。 本文研究的结果表

明,工作场所隐私缺失对消极情绪以及工作脱离之间关系的影响程度会受到个体的人格特质控制点的影

响,这有助于理解在同样的办公环境中,为什么有的员工会产生积极的情绪,而有的员工则会产生消极的情

绪,以至于在工作中做出完全不同的行为。
第四,从物理办公环境视角,拓展了对于工作脱离影响因素的认知。 关于工作脱离的前因变量研究,已有

研究主要是从职业生涯[59] 、心理状态[60] 、工作资源[61]等进行探究,而本研究则从物理办公环境的视角,分析了

物理办公环境导致的员工隐私水平的差异对于员工工作行为的影响,深化了对工作脱离前因变量的认识。
(三)管理启示

从实践上看,本研究的结论表明组织需要关注工作场所隐私的设置对员工可能产生的影响作用,具体

管理启示如下:
首先,组织需要采取多种措施来满足员工工作场所的隐私需求,以降低工作场所隐私缺失所产生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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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影响。 例如,在开放式的办公环境中,允许员工的办公位可以有适当的挡板或者玻璃隔断,可以采用可以

自动升降的挡板,员工可以根据隐私需求随时调整挡板的高度,也可以采用可以灵活转动的桌椅,员工可通

过桌椅的方向获取不同程度的隐私水平;为员工提供可以进行私密谈话的空间(如专门的洽谈室);设置可

以用来接听电话的隐私水平较高的区域;为员工提供可以用来放松的区域,在这里他们可以聊聊天、休息一

下以此来缓解员工在工作中可能感受到的持续被监控感。
其次,组织需要对某种工作场所设计所可能产生的正向和负向影响进行深入理解,做到权衡利弊,以充

分发挥优势,避免可能带来的问题。 例如,开放式的办公环境,可以节约办公成本、增加员工之间的沟通频

率和人际交往等,但也可能导致员工的隐私需要不能被满足以及带来更多工作上不必要的干扰,员工可能

会感觉到自己每时每刻都在被监控着,从而不能更好地专注于自己的工作。
最后,组织要了解员工对工作场所设计的个体需求差异,提高物理办公环境和个体需求之间的匹配度,

使员工拥有更高的工作场所体验感。 在已有关于人与组织匹配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关注人与组织价值观

的匹配、人与工作岗位的匹配、以及上下级之间的匹配,却极少关注人与物理办公环境的匹配,甚至对员工

在工作场所涉及的需求情况的差别都关注很少,但这对于员工绩效又是极其重要的,因此组织应该尽量提

高员工与物理办公环境之间的匹配度,以此提高员工在工作场所中的正向体验,进而减少员工在工作中的

负面行为。
 

(四)不足与未来研究展望

首先,本研究采用两阶段的问卷调查方法,并运用匿名的方式收集数据,这样做对于共同方法偏差的降

低是十分有帮助的,并且对于准确揭示研究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有利的。 但是在变量的测量方面,来
源于同一被试仍然有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共同方法偏差,未来可以采用多种数据来源或多种研究方法来进

行相关研究。
其次,本研究从物理办公环境的视角探讨了工作场所隐私上的缺失对于员工工作脱离的影响作用,但是物

理办公环境除了工作场所隐私以外,还有其他的重要变量,例如工作场所的领地、个人空间大小、位置安排、拥
挤程度、布局、环境等,未来可以进一步研究物理办公环境中的其他变量对工作脱离产生的影响作用。

再次,本研究探讨了控制点的调节作用,因为面对同样的物理办公环境不同的员工可能会产生不同的

体验和感受,并且对于隐私水平的需要而言,员工之间也会存在差异,因此未来还可以进一步探讨其他变量

的调节作用。 例如,员工的组织支持感知可能会在其中发挥作用,感受到更强的组织支持感的员工相较于

感知到更少组织支持感的员工,工作场所隐私缺失可能会对其消极情绪和行为产生更小的影响。 再者个体

的内外向人格特质可能也会发挥作用,相对于外向的个体,内向的个体更需要独处,他们在思考问题时不是

像外向者那样喜欢与外界进行沟通交流,倾向于寻求外界信息,而是需要一个安静的空间,自己去独自思

考。 对于一个外向的员工来说,他们对于隐私的需求可能更小,隐私水平比较低的工作环境对其的消极情

绪以及工作行为的影响会更小,而对于一个内向的员工,隐私缺失导致的干扰对于他们消极情绪的产生以

及后续的工作行为可能会有更大的影响作用。
最后,本研究基于情感事件理论,探讨了消极情绪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的结果表明消极情绪在

工作场所隐私缺失与工作脱离之间是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这就说明除了本文研究的消极情绪以外,还
可能有其他的作用机制,因此未来的研究针对作用机制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例如,基于社会交换理论,
当个体在隐私缺失的工作场所中工作,这种隐私缺失的感受会使得员工认为组织并没有给予自己应有的重

视,没有为自己提供必要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支持,进而会产生较低的组织支持感,基于互惠原则,他们会选

择降低对工作的投入,从而产生工作脱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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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e
 

and
 

more
 

enterprises
 

begin
 

to
 

adopt
 

open
 

and
 

shared
 

office
 

space
 

design,
 

and
 

one
 

of
 

the
 

key
 

problems
 

caused
 

by
 

open
 

and
 

shared
 

office
 

space
 

design
 

is
 

the
 

lack
 

of
 

privacy.
 

Based
 

on
 

the
 

affective
 

event
 

theory,
 

it
 

has
 

conducted
 

a
 

two-stag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210
 

employees
 

with
 

a
 

two-week
 

interval
 

to
 

explore
 

how
 

the
 

lack
 

of
 

privacy
 

in
 

the
 

workplace
 

affects
 

employees
 

work
 

disengagement
 

behavior
 

through
 

negative
 

emotions.
 

Finally,
 

It
 

was
 

found
 

that
 

the
 

lack
 

of
 

privacy
 

in
 

the
 

workpla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mployees
 

work
 

disengagement
 

behavior,
 

and
 

negative
 

emotions
 

play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
 

two.
 

In
 

addition,
 

the
 

control
 

point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place
 

privacy
 

deficit
 

and
 

negative
 

emotion:
 

compared
 

with
 

the
 

internal
 

control
 

point
 

individual,
 

the
 

external
 

control
 

point
 

individuals
 

were
 

more
 

likely
 

to
 

be
 

negatively
 

affected
 

by
 

the
 

lack
 

of
 

privacy
 

in
 

the
 

workplace,
 

and
 

their
 

negative
 

emotions
 

increased
 

more
 

obviously,
 

and
 

the
 

impact
 

on
 

work
 

disengagement
 

behavior
 

was
 

also
 

stro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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